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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欧盟碳边境调整机制(CBAM)以出口国与欧盟的碳价差额代替碳排放差额的设计大大削弱了 BCA 的

直接减排效果与对出口国的减排激励功能,CBAM 的碳价构成与责任安排反映出其单边贸易措施的本质。 作为

欧盟减排行动中与欧盟排放交易系统(EU-ETS)协同的碳定价工具,CBAM 在结构与功能上均存在问题,且两类

问题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使得 CBAM 的减排效率与其定位严重“脱节”。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的环境例外

条款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框架下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均无法作为 CBAM 合法性的依据,这个

机制未根据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气候问题上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作出更为公平、务实的安排,国际社会应

积极探索国际碳价下限( ICPF)原则下边境碳调整措施(BCA)的功能重构以保障在气候问题上更广泛的共同利

益。 豁免适用条款暴露出欧盟占据国际碳市场主导权的野心,发展中国家应充分利用国际法的相关规定,积极

完善本国的减排体系与相关法制体系,未来在国际碳市场中掌握更多主动权。
关键词:CBAM;BCA;ICPF;环境例外;共同但有区别责任

中图分类号:DF4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 - 0566(2025)02 - 0012 - 14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EU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s mechanism: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y

WANG Ya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Law,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The design of CBAM, which replaces the carbon emission difference with the carbon pric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xporting country and European Union, has greatly weakened the direct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of BCA and the
emission reduction incentive function for the the the exporting countries, and its carbon price composition and
responsibility arrangement reflect the nature of its unilateral trade measures. As a carbon pricing tool in collaboration
with EU-ETS in the EU’ s emission reduction actions, there are problems with both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CBAM, and the two types of problems are interlinked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which makes the emission reduction
efficiency of the CBAM and its positioning seriously “ broken” . The environmental exception clause of GATT and the
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under the UNFCCC framework wouldn’ t be the basis for the legitimacy of
CBAM, which has failed to make a fairer and more pragmatic arrangement based on the 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of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climate issue,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actively explore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function of the BCA under the ICPF principle in order to safeguard the bro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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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interests in the climate issue. The exemption clause reveals the EU’ s ambition to dominate the international
carbon market.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actively
improve their national emission reduction systems and related legal systems, so as to take more initiative in the
international carbon market in the future.
Key words:CBAM; BCA; ICPF; environmental exception; the 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2023 年 10 月 1 日,欧盟碳边境调整机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s mechanism,CBAM) 正式启动。
CBAM 作为欧盟“Fit for 55”减排一揽子计划中的

关键 一 步, CBAM 与 欧 盟 排 放 交 易 系 统 ( EU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EU-ETS)均旨在推进欧盟

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进程。 EU-ETS 致力于欧盟

内部总量控制原则下碳排放额的优化配置,而
CBAM 则针对的是向欧盟出口的贸易货物带来的

碳泄漏风险。 2015 年发布的《巴黎协定》第 4 条第

1 款规定各缔约国在公平基础上于 21 世纪下半叶

实现温室气体源的人为排放与汇的消除之间的平

衡,该条第 2 ~ 6 款则明确各缔约国 “有所进步

的”、 连续的、 共同但有区别的国家自主贡献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NDCs)。 无疑,
《巴黎协定》将减排责任结构性分摊至各缔约国,
欧盟为如期完成《巴黎协定》下的气候目标先后进

行了一系列尝试。 根据 2023 年 5 月 10 日发布的

欧盟第 2023 / 956 号条例《建立欧盟碳边境调整机

制》(以下简称《CBAM 条例》)序言(12)(14)之规

定,CBAM 力图防止碳泄漏的风险并确保进口产品

与国内产品碳价格相同。 与第 2003 / 87 / EC 号指

令建立的 EU-ETS 不同,CBAM 关注于欧盟关税区

外、向欧盟出口的“第三国” ( third countries,以下

简称“出口国”)。 如此,欧盟减排责任的分摊主体

范围必然扩大,然而担责主体范围的扩大是否等

同于减排责任的转移这一问题须置于欧盟、国际社

会减排行动的整体中予以判断。 于发展中国家而

言,应对发达国家以碳定价为工具的边境调整措施

的功能、影响予以系统评估,兼顾发展的同时履行本

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 当前,关于

边境碳调整措施(border carbon adjustments,BCA)
的研究多集中于经贸领域,通过法学方法论对

BCA 基本原理进行解构的研究较少,特别是国际

法视野下的 BCA。 国内外学界关于 BCA 的研究均

以“符合国际贸易法” 为其合法性的评判依据,

WTO 成员国所制定的 BCA 规则须谨慎遵循 WTO
的相关规则[1]。 此外,BCA 的环境属性要求各国

在适用时应遵循其缔结或参与的国际环境条约的

原则、规则,欧盟 CBAM 下的责任结构划设是否有

违共同但有区别原则亦是本文关注的重点问题。
“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

的” [2],2024 年 1 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提出,应积极稳

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

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加强碳排放双控基础能力

和制度建设。 作为欧盟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应

重视 CBAM 启动对中欧贸易的影响,探索 BCA 是

否适用于本国、能否与碳交易协同运作从国内、国
际双重视角形成国家减排闭环。

一、CBAM 的概念、性质与定位

BCA 以“边境”为责任区分的界点,针对进入

欧盟的碳密集型产品进行定价,通过碳定价方式

敦促非欧盟企业脱碳。 关于“碳边境调整机制”的
研究往往落脚于“碳关税”,但欧盟设立 CBAM 的

意图实际上更为复杂。 CBAM 与 EU-ETS 并非欧

盟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两条相互独立的路径。 从

《CBAM 条例》的诸多条款中可知,CBAM 不仅对

EU-ETS 形成补充,而且在 CBAM 下的碳价需反映

EU-ETS 下的碳价,CBAM 与 EU-ETS 下的碳价变

化呈现出一种协同特征。
(一)CBAM 概念与性质的法教义学分析

《CBAM 条例》第 1 条第 1 款对 CBAM 予以阐

释,其中包含 3 项内容:第一项是“解决货物进口

到欧盟关税区时的温室气体”,这项属于对 CBAM
所适用货物来源范围的规定;第二项是防止碳泄

漏、减少全球碳排放、支持巴黎协定,这项对 CBAM
的运行目的予以说明,3 个目标的着眼点不同但

“殊途同归”即减排;第三项将 CBAM 定义为激励

出口国经营者减排的措施。 根据这条款所列 3 项

内容,CBAM 属于以减排为目的、针对出口到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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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贸易货物碳泄漏问题的措施。 根据这条款,
CBAM 期待保护的法益与所基于的价值判断已然

清楚,可其中的权利义务构造却并不明朗。
有别于碳交易直接对碳排放额设定价格,

CBAM 证书需密切反映 EU-ETS 的碳价格,CBAM
采取的是在 EU-ETS 每周拍卖价格(收盘价)平均

值(a)的基础上进行计算的方式。 一张 CBAM 证

书对应的是货物中一吨二氧化碳当量(CO2e)的嵌

入式排放(embedded emissions),其他为《CBAM 条

例》附件 1 中所列举的、具有同等的全球变暖潜能

的温室气体需折算为二氧化碳当量。 根据《CBAM
条例》第 9 条第 1 款的规定,若向欧盟出口的出口

商(以下简称 “出口商”) 在原产国 ( country of
origin) 已支付有效的碳价格则可在声明中要求减

少提交的证书数量。 从广义上,CBAM“边境调整”
的是进口到欧盟关税区的货物碳泄漏的风险,通
过 CBAM 控制相关货物在进入欧盟前所含的碳排

放实现全球减排目的,并以此激励出口国减排。
从狭义上,CBAM“边境调整”的逻辑主干即以边境

为界对货物生产嵌入式排放实际支付的碳价格进

行调整,而调整的对象为欧盟与出口国在碳价上

的差异。
《CBAM 条例》将 CBAM 定义为“一项气候措

施”,欧盟在其“绿色新政”中指明 CBAM 旨在减少

全球气候目标水平差异下的碳泄漏风险[3]。 然

而,单以气候措施视之并不能窥得 CBAM 的“全
貌”及其与其他气候措施的区别。 2021 年 3 月,欧
洲议会《与 WTO 相符的欧盟碳边境调整机制的决

议》中一般性意见第 2 项规定直指 CBAM 适用对

象为“欧盟的一些贸易伙伴”,同时第 7 项强调

CBAM“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欧盟自由贸易协定”。
可见,CBAM 属于适用于贸易领域的措施,气候目

的是 CBAM 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大前提,“气候措

施”的概念外延显然宽于 CBAM。 作为边境碳调整

措施,CBAM 并未以国际协调的碳定价为基础,相
反这个机制显示出鲜明的单边特征。 因此,国内

学界通常将 CBAM 定义为一项“基于环境诉求的

单边贸易措施” [4]。
CBAM 的贸易意图十分明显。 尽管《CBAM 条

例》序言(9)仍然以气候目标为中心、措辞较为谨

慎,但“由于与气候政策相关的成本原因”这一表

述的含义却并不复杂———率先采取碳定价的国家

的相关货物成本高于未采取碳定价甚至未采取任

何积极减排政策的国家。 乍看之下,这一理由旨

在平衡各国因气候政策差异而导致的成本差异,
但其中逻辑仅在特定语境下成立,本文第三部分

将予以展开。
部分文献在提及 CBAM 时常以“碳关税”称

之,但若将之视为“关税”显然有违《关税与贸易总

协定》 (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第 2 条缔约方间不任意加收关税的规定。
同时,从 CBAM 使用的措辞,这个机制似乎有异于

GATT 第 2 条第 2 款 a 项规定的相当于“国内税”
的费用,并不满足“国家为了财政收入”“按照既定

税率征收”这两项特征[5]。 作为一种价格工具,
CBAM 显示出显性碳定价的特征。 显性( explicit)
碳定价与隐性(implicit)碳定价主要以与二氧化碳

排放量、化石燃料含碳量是否直接相关为区分标

准[6],《CBAM 条例》第 1 条第 1 款明确指出 CBAM
针对的是货物进口到欧盟关税区时所含的温室气

体排放,但主要限于生产环节。 即便如此,CBAM
同时包含直接排放(direct emissions)与部分相关货

物的间接排放( indirect emissions),但间接排放与

隐性碳定价所指“间接性”并不一致。 “间接排放”
主要指产品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电力生产所产生的

排放,对此类排放使用的价格工具仍属于显性碳

定价的范畴。 因此,CBAM 在性质上应属于显性碳

定价工具。
(二)CBAM 在欧盟减排计划中的定位

CBAM 的启动预示着欧盟逐步取消 EU-ETS
下的免费津贴,且欧盟内部减排责任的承担不再

限于欧盟成员国。 纵向层面上,CBAM 对于碳泄漏

风险的管控发生在货物进入欧盟关税区之前。 出

口商须事先申报并取得足够的 CBAM 证书,尽管

欧盟规定,在特定条件下应申报人请求成员国应

回购其账户上剩余的证书,但账户中证书的数量

直接影响出口至欧盟货物的数量。 横向层面上,
欧盟对于碳泄漏的管控范围扩张到了相关进口货

物生产中,并对出口国的碳政策提出要求。 CBAM
管控的是货物所含嵌入式排放,包含货物生产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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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直接释放的排放与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电力生产

释放的排放(间接排放)两种。 根据《CBAM 条例》
第 1 条第 3 款之规定, 2003 年 10 月 13 日欧盟第

2003 / 87 / EC 号指令《建立共同体内温室气体排放

配额交易计划》第 10 条下的免费配额制将被逐步

取代,以实现“防止碳泄漏风险”的目的。 从欧盟

确认的 CBAM 适用范畴看,这个机制专注于包括

水泥、钢铁、铝、化肥、化工(氢)和电力在内的高排

放行业。 CBAM 核算的范围包括直接排放与钢铁、
铝、化工(氢)以外的间接排放。 相应地,出口商为

相关货物支付碳价的构成须包括这两类,出口国

的碳定价与碳政策的选择因此将受到直接的影

响。 CBAM 正式实施以后,欧盟预防碳泄漏的范围

扩张到了货物进入欧盟关税区前,碳价格影响的

范围从欧盟内部扩展到欧盟外,且碳价核算覆盖

的范围也随之扩增。 此外,欧盟有计划在 2030 年

前将 CBAM 的适用范围扩大至 EU-ETS 下的所有

行业。
在欧盟的减排计划中,CBAM 与 EU-ETS 紧密

联系、协同运作但面向不同,二者均以对碳排放定价

为减排路径,EU-ETS 下的碳价格及其波动将直接影

响并决定 CBAM 证书的价格。 过渡期后,原本 EU-
ETS 下的免费分配也将停止,二者针对的行业将不

再取得免费的排放配额。 总量管制与交易(cap and
trade principle,CTP)原则下,EU-ETS 有利于在控制

特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前提下实现欧盟内部碳

排放额的优化配置———在设定的排放上限内符合

交易规则的主体可根据需求相互交易[7]。 而 BCA
则是针对全球排放的减少而实施的,一方面这个

机制谨慎预防进口货物中可能包含的碳泄漏风

险,另一方面有利于激励出口国的减排行动。 同

为碳定价机制,二者均以控制碳排放为目的,但面

向的对象与作用的环节并不相同。 CBAM 下出口

商须支付的费用为欧盟碳价与出口国碳价(b)的

差额,旨在控制出口商品中可能存在的碳泄漏。
与 EU-ETS 对于欧盟内部碳排放总量的直接控制

效果不同,欧盟期望通过 CBAM 预防货物转移生

产造成的碳泄漏风险,同时敦促出口国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 此外,根据《CBAM 条例》第 2 条及附

件 3 的规定,来自于已参与 EU-ETS 国家的出口商

不必适用 CBAM。
综上所述,CBAM 在欧盟减排计划中以预防来

自出口国的碳排放转移、对 EU-ETS 的总量控制功

能形成补充为己任。 CBAM 的启动预示着欧盟减

排的调整范围从内部扩张至外部,尽管部分国家

在减排上的消极态度所导致的碳泄漏将对全球减

排行动的推进产生不利影响,但 CBAM 的调控范

围显然超出欧盟的管辖权范围,并对出口国的碳

政策特别是碳定价提出要求。 CBAM 与 EU-ETS
均以排放量控制为目的,可二者调节的碳排放范

围不同:前者针对的是贸易货物碳排放,后者则针

对欧盟内部排放量。 因此,CBAM 下减排义务的实

际承担者是货物生产的出口商与出口国。 值得注

意的是,CBAM 的功能面向与定位是否将造成欧盟

减排责任转移的结果。
二、CBAM 的责任构造与运行机理

CBAM 调整功能的直观表现是对于进入欧盟

关税区货物碳价的调整,未直接作用于货物嵌入

式碳排放量的增减。 以减排为导向,BCA 期待的

减排功能可分为对内、对外两个层面:对内预防货

物进口造成的“碳泄漏”;对外通过碳价调整推动

出口国采取积极减排措施。 CBAM 下的责任划设

与价格构成能够反映这个机制是否符合 BCA 期待

的效果,将 CBAM 置于国际贸易规则之下这个机

制的溢出效应也将逐渐清晰。
(一)CBAM 的责任构造划设

在 CBAM 划设的责任结构中,主体为欧盟、出
口商与出口国。 其中,出口商履行义务的方式为

购买 CBAM 证书,出口国须调整本国碳政策、碳价

格,而两项减排责任事实上指向的是同一客体,即
特定货物的嵌入式排放。 欧盟通过出口商向出口

国“施压”进而督促其采取相应的措施。 从逻辑

上,预防贸易货物“碳泄漏”最为直接的路径是要

求出口国申报货物嵌入式排放量( e1 ),后与欧盟

内部同类货物的同类排放量( e2)进行对比,再根

据 e1 - e2的排放量差额(de)进行计算。 如此,能够

使 CBAM 具备直接的减排效果。 但是,当前欧盟

关于 CBAM 的设计是直接计算碳价差额 ( dp ),
dp = a - b。 BCA 的理想状态下,若出口国积极履

责,碳泄漏风险便可得到预防,出口商便无需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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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国支付额外的碳价。 然而,CBAM 赋予欧盟的

审查权与碳价格决定权意味着出口商已支付碳价

与须购买证书数量的认定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欧

盟成员国。
国际法即各国交往关系中形成的具有法律拘

束力的规则总合,且以国家间的共同同意为基

础[8]。 各国形成合意并进行权利让渡形成国际法

的拘束力来源,国家作为造法者在通过法律形式

反映国际社会规律的过程中必然以自身利益为驱

动[9],国际法的客观性与正当性均可透过“合规律

与否”进行评价。 欧盟关于 CBAM 的相关制度属

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合意,出口商因货物出口至

欧盟关税区而有义务接受欧盟的管辖。 但 CBAM
的设计对于出口国亦提出义务负担的要求,出口

国的碳政策选择、碳定价将影响其本国出口商需

购买的 CBAM 证书数量与其货物出口的成本。 欧

盟与出口商之间因贸易而产生权利义务关联,而这

个关联应谨慎遵循于国家主权原则与治理需求,但
在 CBAM 的责任构造中欧盟与出口国之间并非如

此。 即便欧盟成员国与出口国同为《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及《巴黎协定》的缔约

国,但由此形成的气候共同体责任并不能作为一

国干预另一国碳政策选择的当然依据。 欧盟不仅

强调自身在全球气候行动中的主导作用,并在

《CBAM 条例》中提及国际合作伙伴应对气候变化

的政策、方法。 作为气候共同体,各国确有应对气

候变化、履行 NDCs 承诺的义务。 可为履行这个义

务的缔约国对内采取何种碳政策、何种碳定价工

具仍属于一国对内管辖权的范畴,这个义务并不

等同于为其他缔约方创设某种干涉他国主权事务

的权利。 但是,根据 CBAM 的设计,欧盟享有对出

口国的审查权与碳价格主导权。
依据 CBAM 的运行机理,欧盟享有对出口商

申报的审查权,审查范围涵盖进口货物的嵌入式

排放、在原产国的嵌入式排放碳价格与导致这个

价格降低的补偿形式等。 欧盟在第 2023 / 1773 号

条例《就过渡期内碳边境调整机制的报告义务制

定欧洲议会和理事会 < CBAM 条例 > (欧盟)的适

用规则》(以下简称《执行条例》)第 4 条中明确了

进口货物嵌入式排放的计算方法,《执行条例》附

件 2、附件 3 又对包括排放监测范围、监测原则等

具体内容予以详细规定。 出口商申报时提交的数

据须依欧盟的规定进行监测、计算、填报,欧盟成

员国对申报数据进行确认。 根据对等原则,一国

根据特定规则提出权利主张的同时,该国也须接

受该规则的约束,对等原则被广泛适用于贸易反

制措施中[10]。 欧盟成员国的 CBAM 审查权以国

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责任为根据,而关于

出口国补偿( compensation)的认定则须考虑 WTO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 (以下简称 “ SCM 协

议”)的相关规定。
欧盟享有的碳价格主导权则不同,无论是发

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中的优先地

位,抑或是发达国家在碳定价机制探索中的成熟

实践,均不足以成为其碳价格决定权形成的依据。
然而,CBAM 以欧盟碳价为标准作为预防碳泄漏的

路径,似乎 dp为 0 则 de为 0。 CBAM 的定价机制试

图设定欧盟碳价为国际碳市场的碳价下限,与国

际货 币 基 金 组 织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正在研究的“国际碳价下限” [11] (International
carbon price floor,ICPF)原则不同,作为一项单边

措施 CBAM 下的碳价是以欧盟碳价为主导,a 即第

三国出口至欧盟货物的碳价“下限”。 出口国向欧

盟支付的 CBAM 证书费用为 a - b(dp),《CBAM 条

例》第 9 条则对 a、b 的取值进行了限定。 由此,出
口商支付碳价必然伴随欧盟碳市场价格波动而变

化,欧盟在 BCA 中的碳价主导权由此也更加明确。
虽然,这种主导权与定价权存在区别,但出口商为

出口至欧盟货物支付的碳价均为 a。 由此可见,仅
支付对象存在差异。 当欧盟认定 b 为 0 时,出口商

向欧盟支付碳价为 a;当b = a 时,出口商向出口国

(原产国)支付碳价仍为 a;当 0 < b < a 时,出口商

向欧盟支付 a - b,向出口国支付 b,出口商支付碳

价总和(a - b) + b = a。 在前述情形中,出口商为

出口至欧盟的货物支付的碳价均为 a,CBAM 预设

出的碳价格主导权能够为欧盟掌握未来国际碳市

场的定价权打下基础,使国际碳市场价格朝着有

利于欧盟的方向波动。 而审查权也为欧盟掌握碳

价格主导权提供了便利,欧盟审查权的行使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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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着出口商须向欧盟支付的碳价。
(二)CBAM 下出口商支付碳价的具体构成

根据《执行条例》第 7 条第 1 款的规定,CBAM
下出口国碳价的计算并非某一确定的数值。 如这

国碳市场的周均碳价格,而是需综合考量这国碳

定价的类型、减免或者国家其他任何形式将导致

碳价降低的补偿( c)及补偿可能涵盖的嵌入式排

放(包括免费分配)、应支付的碳价格金额、可能存

在的补偿机制等。 由此可见,出口国碳价与欧盟

碳价的计算范围是存在显著差异的。 在不考虑碳

排放免费分配等问题的情况下,出口商需要向欧

盟支付的费用为 a - (b - c) = a - b + c。
根据这个逻辑,出口商支付碳价总额应与 EU-

ETS 每周拍卖价格平均值乘以货物嵌入式排放量

持平。 由于 CBAM 下欧盟碳价与出口国碳价在取

值与计算方式上存在差异,加之汇率带来的不确

定性,所以出口商实际支付碳价的构成十分复杂。
从支付对象上,出口商支付的碳价由向出口国支

付的部分与向欧盟支付的部分共同构成。 依据

《CBAM 条例》第 9 条第 4 款,在 CBAM 的计算中,
对于出口商向出口国支付的碳价取的是“有效支

付的年度平均碳价格” ( the yearly average carbon
price effectively paid)。 其中,“有效”即年度平均

碳价格中减去各类形式的减免、补偿,若存在免费

分配的部分也须进行计算。 根据《CBAM 条例》及
其《执行条例》的规定,未来出口商向出口国支付

的有效碳价的认定须由欧盟预先审查是否存在减

免、补偿、免费分配。 若欧盟认定存在免费分配的

碳排放,则须在 b 中扣除 ef的部分,相应地这部分

将被加入出口商应支付的 CBAM 费用中。 出口商

该部分排放的支付对象由出口国转变为欧盟,尽
管生产中碳排放的实际发生地为出口国。 从前述

第 9 条第 4 款看,欧盟或进一步明确出口商已支付

有效碳价格与 CBAM 证书核减的具体转换规则,
但如此碳价格的主导权依旧由欧盟掌握,并未改

变 CBAM“双边贸易中的单边主义”的本质。
然而,欧盟与出口国在同一货物生产碳排放

上的差异 de是否能够直观反映在欧盟“周均碳价”
与出口国“年均碳价”的差额上仍有待商榷。 依据

当前欧盟关于 CBAM 的相关规定,e2似乎并不影响

CBAM 下出口商须支付的碳价。 若 e1 < e2,出口商

是否还需向欧盟购买 CBAM 证书等问题却未被现

行规定所涵盖。 不仅如此,CBAM 的逻辑体系里,
同类货物在欧盟与出口国的碳价对比,只预设了

a≥b 且 e1≥e2这一种情形。 当 e1≤e2时,进口国所

担心的货物碳泄漏风险是不存在的,出口国符合

《CBAM 条例》第 2 条第 7 款 d 项所列条件。 然而,
根据该条第 7、8 款及条例附件 3 之规定,单凭这一

条件并不足以使出口国免于适用 CBAM。 此外,在
欧盟确认出口商对出口国支付的碳价后,须按年

平均汇率换算为欧元与欧盟周均碳价相减确认所

需支付的 CBAM 证书费用。 CBAM 正式运行后,
不同原产国的同类货物需向欧盟支付的 CBAM 证

书费用不同。 即便 a 相同,不同出口国碳定价、补
偿及碳价波动等也不可能完全保持一致。 因此,
不同国家的出口商支付碳价的构成或存在差异。

《CBAM 条例》 第 31 条规定应调整交出的

CBAM 证书以反映欧盟内部相关货物生产受到的

第 2003 / 87 / EC 号指令 EU-ETS 免费分配津贴

(allowances)程度,但欧盟尚未出台法案明确具体

的计算规则。 而具体的计算方法、津贴程度等的

认定将直接影响出口商支付的碳价。 公平原则建

立在彼此平等的条件之上[12],欧盟内部碳价的认

定应当同样以《CBAM 条例》第 9 条规定的“有效

支付的”为要求,即扣除包括免费分配津贴在内的

补偿。
(三)CBAM 的阶段性特征

在欧盟的设计中,CBAM 的运行是分阶段的。
在 2023 年 10 月 1 日—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过渡

期内,出口商应履行的义务限于《CBAM 条例》第

33、34、35 条规定的报告义务。 这个义务的履行是

CBAM 正式启动后确认出口商向欧盟支付碳价的

前提。 “过渡期”为后续 CBAM 的正式运行提供缓

冲、预备与试验的“空间”。 如前述,CBAM 下碳价

的计算还有诸多规则有待确认,过渡期内的数据

统计能够为后续机制的运行提供参考。
首先,从程序上,CBAM 无异于在出口国产品

进入欧盟前增设步骤,而根据《CBAM 条例》序言

(45)之规定,即预先声明并取得足够的 CBAM 证

书(certificates),CBAM 证书的取得是这个条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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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条所述之产品进入欧盟的前提条件之一。 此外,
CBAM 证书的取得有一个程序性条件“通过授权

的 CBAM 申报人”(an authorised CBAM declarant),
依《CBAM 条例》序言(59)与第 5 条“授权申请”之
规定“授权”主体为欧盟成员国。 可见,CBAM 证

书并非直接对所有出口商开放,出口商须预先取

得授 权 申 报 人 地 位 或 通 过 间 接 海 关 代 理 人

(indirect customs representative)提交授权申请。 过

渡期内,出口商应根据《CBAM 条例》第 33 ~ 35 条

规定履行报告义务。 不仅如此,这个条例部分条

款的适用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其中第 5、10、14、
16、17 条自 2024 年 12 月 31 日起适用,而第 2(2)
条和第 4 条、第 6 条至第 9 条、第 15 条和第 19 条、
第 20 条第 1 款、第 3 款、第 4 款和第 5 款、第 21 条

至第 27 条和第 31 条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适用。
因此,出口商须依序承担相关条款下对应的义务。

其次,CBAM 对出口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分阶

段的。 从适用范围上,伴随欧盟逐步取消根据第

2003 / 87 / EC 号指令第 10 条建立的免费分配制,欧
盟内部碳市场价格与 CBAM 下出口商应支付碳价

计算均将受到影响。 在欧盟内部的免费分配被完

全取消前,CBAM 下的碳价差额计算十分复杂,特
别是关于当事国补偿、津贴等的认定问题。 此外,
CBAM 目前仅针对部分高排放行业,但欧盟确认未

来将逐步扩大这个机制的适用范围,适用范围的

扩大意味着 CBAM 对于出口国出口贸易影响的

“升级”。
最后,CBAM 的治理效应也是分阶段的,欧盟

法域外治理效果的形成过程符合“布鲁塞尔”效应

层层递进的特征。 CBAM 以领土边境为客观的连

接点通过对内部市场中出口商的规制将治理范围

向出口国延伸,通过 CBAM 的豁免适用条款引导

出口国建立或调整本国碳政策以连接 EU-ETS。
从面向上,EU-ETS 针对欧盟内部的碳排放总量控

制,CBAM 则是预防部分贸易货物带来的碳泄漏风

险,CBAM 同样以欧盟碳排放总量控制为目的、对
EU-ETS 形成补充功能。 二者间存在功能主次上

的区分。 这个次序从豁免适用条款中亦可见一

斑。 从层次上,出口商是 CBAM 直接作用的对象,
货物生产时的嵌入式排放量及碳价计算属于欧盟

治理中的域外因素,前两层关联的叠加,使得出口

国间接受到 CBAM 的影响。 若出口国适用豁免条

款,则须与 EU-ETS 建立连接,连接关系下欧盟对

出口国的治理效应将更为直接。
三、CBAM 的结构性与功能性问题评述

结构与功能是不可分的,在一定的社会背景

下结构表现为规则或规范,功能则是结构通过时

间的种种表现;而价值中的某些形式需要依赖于

规则、规范,价值是衡量功能尺度的标志[13]。 价值

使结构与功能彼此区分又相互联系,于是我们得

以透过结构与功能对价值予以考察。 同时,从历

史的、发展的角度,功能与结构也相互影响。 因

此,本部分将从结构与功能两个方面对 CBAM 存

在的问题及其影响进行分析。
(一)结构性问题:整体视角下 CBAM 的功能

局限

结构既关涉 CBAM 在国际社会与欧盟减排行

动中作为整体中的部分的能动性,同时也关涉对

CBAM 及其所处体系进行解释的方法论。 从欧盟

的减排行动体系看,欧盟建立 CBAM 以对 EU-ETS
形成补充,二者并行构成欧盟控制碳排放的主要

碳定价工具。 整体上,欧盟在设计 CBAM 下的碳

价格时,似乎预设了一个特定的前提,如前述这个

前提由 2 个具体条件共同构成,即 a≥b;e1 > e2。
已知当 e1≤e2,货物越过欧盟关税区边境时碳泄漏

风险已被有效管控,出口商无再向欧盟支付碳价

差额的必要。 但是,在 CBAM 的计算中缺乏对于

e2的考量。 根据碳泄漏路径与 BCA 的底层逻辑,
边境调整的对象应为欧盟与出口国在同类货物上

的碳排放差额。 但 CBAM 调整的对象却是碳价差

额。 碳市场价格的影响因素构成较为复杂,碳价

差额难以直接反映欧盟与出口国之间的排放量差

额。 碳价的提升并不意味着货物的嵌入式排放量

降低,二者并不直接呈反比例关系。 相应地,以边

境为界调整出口国与进口国之间碳价差额的减排

效果并不直观。 碳泄漏的发生使得欧盟“总量管

制与交易”的效果大打折扣,欧盟担心的碳泄漏发

生存在一个前提 e1 > e2。 当 e1 - e2 > 0 时,de > 0,
国际社会 BCA 的归宿应是在排放量不断减少的情

况下努力使 de为 0,以此预防碳泄漏风险。 综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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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欧盟对于 CBAM 的设计未能使其直接着力于

减少出口至欧盟货物的嵌入式排放量。 欧盟更多

着眼于 a - b 而非 de,可 a - b 的变化并不能直接反

映 de的变化。 因此,CBAM 的着力点与运行逻辑设

计上的固有问题限制了其对于 EU-ETS 的补充

功能。
从 UNFCCC 框架下国际社会减排责任分工

看,根据《巴黎协定》第 4 条第 3 款之规定,各缔约

国计划实现的 NDCs 是基于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

任和各自的能力,并考虑不同国情。 此外,出口贸

易货物的嵌入式碳排放在一国碳排放总量中的占

比与 CBAM 对其出口成本的影响等是否足以推动

这国碳政策转型仍有待系统的成本—收益分析。
在公平原则下,各国碳政策与碳价的差异性安排

与其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相协

调。 CBAM 下的碳价要求无疑忽视了不同国家在

减排责任与减排能力上的“区别”,同时这个机制

通过调节部分贸易货物的碳价施力似乎并不足以

推动共同责任下非欧盟国家的协力共担。 与 ICPF
的务实性不同,CBAM 作为国际社会 BCA 尝试中

的典型要求出口国的有效碳价格与欧盟保持一

致。 若出口商不愿向欧盟支付 CBAM 费用,其向

原产国支付的碳定价须与欧盟碳价格保持一致。
然而,商品的市场价格受支配于它的实际供售量

与有效需求者的需求量的比例[14]。 显然,要求各

国碳市场价格相同是不现实的。 如此,将引发另

一个问题,即各国同类货物向欧盟支付的 CBAM
费用不同。 《CBAM 条例》附件 1 中将冰岛、挪威、
列支敦士登、瑞士等 4 国排除出 CBAM 的适用范

围,其中前 3 个国家已直接加入 EU-ETS,而瑞士则

已与欧盟碳市场建立连接[15]。 《CBAM 条例》第 2
条第 6 款直接将“EU-ETS 适用于该国”或“该国已

与欧盟达成协议连接碳排放交易系统”作为出口

国免于适用 CBAM 的条件。 无疑,欧盟关于 CBAM
的种种安排与 GATT 第 1 条规定的最惠国待遇原

则相冲突。 并且,“价格变化与需求变化之间存在

着方向相反的依存关系”,二者数量上不一定成正

比[16]。 碳排放额作为商品的特征会影响依存关系

变化的速度,还需考虑需求弹性的问题,EU-ETS
碳价反映的是欧盟碳市场的供求关系。 《CBAM

条例》在阐述欧盟为何选择周均碳价时直言每周

发布 CBAM 价格将更准确地反映欧盟碳市场的价

格趋势。 换言之,CBAM 价格设定以欧盟碳市场的

现状与定价为主导,并未将出口国碳市场与碳价

趋势纳入考量范围。 同样地,出口国碳价格与出

口国碳市场的需求之间亦存在前述依存关系,以
EU-ETS 的周均碳价为预防碳泄漏的“门槛”缺乏

科学性、合理性。 若出口国碳价格与市场需求之

间非良性互动,那么出口国碳排放额是无法实现

优化配置的,出口国的总量控制效果必然受到影

响。 由此,欧盟预期的 CBAM 帮助出口国脱碳的

效果也难以实现。 将之置于国际社会气候行动的

整体考察,CBAM 难以适应各国应对气候变化有区

别的责任与实际并使之以合理、有序的结构形成

国际社会在这个问题整体上的、共同的责任与

行动。
因此,无论从欧盟内部减排体系还是从国际

社会整体减排分工的角度,CBAM 的制度设计使其

在前述两整体中的功能有限。 尽管透过《CBAM
条例》第 3 条与附件 3 之规定可窥知欧盟期望通

过 CBMA 扩大 EU-ETS 的影响力,但以 EU-ETS 为

主导的国际碳市场并不能代表国际社会应对气候

变化的整体,欧盟及相关国家形成的整体是作为

国际社会这一整体中的部分而存在的———尽管这

个部分呈现出一种相对的独立性[17]。
(二)功能性问题:CBAM 设计中的补贴、责任

安排与非歧视待遇

从规则的价值变化可以观察到其功能作用的

变化,故作为功能程度标志的价值同样受功能的

影响。 CBAM 的结构性问题从整体上限制了其功

能的发挥,但是其功能设计本身亦存在缺陷。 功

能性问题折射出欧盟 CBAM 的价值诉求,同时也

决定了 CBAM 在国际社会、欧盟减排行动整体中

的定位及互动关系。 尽管,欧盟在 CBAM 的相关

规定中谨慎地使用了补偿 ( compensation)、津贴

(allowances)等不同的措辞。 但是,根据 SCM 协议

第 1 条对于补贴( subsidy)的定义,《CBAM 条例》
中提及的“补偿”与“津贴”符合该条的描述。 SCM
协议对补贴进行了分类,即便欧盟援引这个协议

认定此类补偿属于补贴,也须根据补偿的具体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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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判断属于何种补贴,而非在出口商已支付有效

碳价中直接将之扣除。 同时,CBAM 并未提及欧盟

内部生产的同类货物补贴的计算。 在 CBAM 设计

之初,欧盟内部曾存在将之以反补贴税、反倾销税

的形式呈现的观点[18]。 若欧盟以此定义 CBAM,
无异于将出口国未实施碳定价等同于补贴,明显

与 SCM 协议下补贴的定义相违背。 首先,原产国

未对碳排放额定价并不足以独立推导出原产国对

本国产品进行财政资助的结论。 其次,无论是

UNFCCC 还是 WTO 的相关规则保护成员国自主决

定采取何种碳政策的权利,货物出口价格中是否

包含碳价并不影响这个价格是否如实反映货物的

价值。 作为 BCA 措施,“反倾销税”与“反补贴税”
的形式也无法反映 CBAM 以边境为界预防碳泄漏

的功能。 最终,CBAM 采取的方式是在出口商已支

付有效碳价中将补偿的部分进行扣除,如前述被

扣除部分相应地转入出口商向欧盟支付的费用

中。 从结果上,CBAM 兼顾了欧盟扩大 EU-ETS 影

响范围的意图以相对间接的方式呈现,同时规避

了适用边境税、反倾销税、反补贴税等与 WTO 规

则体系之间的直接冲突。 通过其责任划设与价格

构成,CBAM 的功能面向特别是单边贸易手段的本

质已然清晰。 《CBAM 条例》第 31 条确认提及调

整 CBAM 证书以反映欧盟内货物获得 EU-ETS 免

费津贴的程度,可根据该条第 2 款,具体如何计算、
是否直接在 CBAM 证书费用中扣除这个相应的费

用暂未可知。 根据条例对于补偿与津贴的描述,
津贴是为补偿所囊括的,但条例未提及欧盟内部

其他类型的补偿计算问题。
CBAM 的域外治理效应是有层次地推进的,欧

盟以边境为界的对内管辖权是欧盟对出口至欧盟

的货物进行管理的合理基础,但是贸易实践的域

外特征与域外因素为欧盟与原产国建立起关联。
欧盟在 CBAM 的相关规则中利用关联性为出口国

划设责任,无论出口国是否与 EU-ETS 进行连接,
其出口贸易均将受到欧盟的影响。 CBAM 划设的

出口国例外范畴折射出欧盟掌握未来国际市场碳

定价主导权的“野心”———已参与 EU-ETS 的国家

直接受欧盟碳市场价格影响,未参与的国家碳价

格则通过 CBAM 受到欧盟碳市场价格的影响。 在

欧盟制定的补偿机制中,其在价格上的主导权优

势愈发清晰。 《CBAM 条例》第 21 条确认 CBAM
下的碳定价与 EU-ETS 的碳价格基本保持一致,但
EU-ETS 价格波动受欧盟内部碳市场的供求关系

等影响,CBAM 取每周收盘价平均值以反映欧盟内

部碳市场的价格趋势。 但出口国碳定价应反映其

国内碳市场的供求与价格波动,CBAM 证书的价格

设定事实上属于欧盟对于出口国市场的干预。 当

a > b,且 a、b 均如实、准确反映本国碳市场的供求

关系,那么 dp > 0,若此时 de≤0,出口商向欧盟支

付的 dp部分构成减排责任的重复承担。 而从国际

社会碳定价的角度,欧盟 CBAM 的责任安排无异

于将各国在气候问题上的有区别责任转变为无区

别的责任。 同时,欧盟通过各国与 EU-ETS 的关联

主导碳价,使发展中国家承担超越自身责任范畴

的义务,甚至为发达国家分摊其应当承担的责任。
若国际碳市场的定价权由部分国家主导,共同但

有区别原则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权利义务

关系由此也将由有序变为无序。
WTO 非歧视待遇原则的核心是保障不同国家

同类产品之间的公平竞争,对于 GATT 第 20 条所

述“武断的、不合理歧视的手段” 的解释可参考

WTO 上诉机构在美国海龟海虾案中的观点“某一

成员要求其他成员采取基本相同的全面监管计划

而未考虑其他成员领土上可能发生的不同情况,
这是不可接受的” [19]。 CBAM 下欧盟以 EU-ETS
的碳价格要求来自不同国家的出口商,其中的价

格构成与责任安排均反映出该机制对于各国应对

气候变化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忽视。 通过对出

口商支付碳价的具体构成分析,各国出口商为同

类货物支付的 CBAM 证书费用为出口国与欧盟的

碳价差额。 而出口国碳价受其本国具体国情与市

场供需的影响,再加之补贴的认定与扣除,各国出

口商为同类货物向欧盟支付的 CBAM 证书费便存

在差异。 因此,CBAM 并不属于 GATT 第 20 条的

“一般例外”情形。 此外,如前述 CBAM 的设计落

脚于同类货物的碳价差额而非碳排放差额,导致

该机制的减排效果并不直观,故适用 GATT 第 20
条 b 款过于牵强。 GATT 第 20 条 g 款则要求与保

护可消耗的自然资源相关的措施须与限制国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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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或消费结合起来,但 CBAM 对于出口国补偿

与欧盟津贴问题的处理无疑无法适用 g 款的“环
保例外”。

综上所述,尽管欧盟努力为 CBAM 披上“气候

正义”“非歧视”的“绿色外衣”,可是其真正的功

能面向在以“碳价差额”替代“碳排放差额”的概念

偷换中暴露无疑。 不容忽视的是,并非所有的转

移碳排放均为碳泄漏,转移碳排放是国际贸易分

工的必然结果,碳泄漏事实上是指由于各国减排

力度差异导致的转移碳排放的那部分增量[20]。 依

据《CBAM 条例》第 2 条与这个条例附件三,欧洲

自由贸易联盟的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瑞士同

样不必适用 CBAM,豁免对象贸易上的关联程度反

映出在 CBAM 价值诉求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并非环

境而是贸易。 即使欧盟在 CBAM 规则制定中谨慎

地使用不同措辞以回避 WTO 规则下补贴与倾销

的相关问题,但依旧难掩其单边贸易手段的本质。
此外,欧盟通过 CBAM 推广 EU—ETS 碳价格的做

法将影响欧盟外国家、区域的碳定价自主权,如此

将干扰欧盟外区域在气候问题上的协同治理[21]。
(三)CBAM 的合法性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通过对 CBAM 结构性与功能性问题的探讨,
CBAM 的合法性问题随之浮出水面。 GATT 一般

例外条款中的“环境例外”与 UNFCCC 框架下各缔

约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共同责任一直被当作

CBAM 合法性的依据。 但这个机制分明在竭力回

避 WTO 相关规则的约束,而定位与功能面向上的

不相符也显示出其逻辑与价值导向与 UNFCCC 并

不一致。
首先,即便 WTO 上诉机构在相关案例中对于

“武断的、不合理歧视的手段”的解释并不具有拘

束力,但 CBAM 的设计使其结构、功能均存在缺陷

并相互限制使之无法适用 GATT 第 20 条 b、g 两款

之规定。 此外,CBAM 对于欧盟、出口国补贴认定

与计算上的“语焉不详”或导致其与 SCM 协议下

的相关规则相冲突。 欧盟在《CBAM 条例》序言部

分反复强调该机制的环境保护意图,并且将之与

EU-ETS 紧密关联,但措辞和规定上的刻意回避并

不改变其与 WTO 规则不相符的实质。 因此,GATT
第 20 条并不能作为支撑 CBAM 合法性的依据。

其次,根据 UNFCCC 第 4 条确立的共同但有

区别原则以及《巴黎协定》在此基础上通过国家自

主贡献进一步“型塑”的减排结构[22],各国减排责

任、减排能力与国情上的差异影响着各缔约方作

出碳政策与碳定价机制上的差别安排。 UNFCCC
序言部分早已阐明“历史上和目前全球温室气体

排放的最大部分源自发达国家”,工业化国家以往

的排放确已影响到世界其他地区。 发达国家在应

对气候变化上应处于优先顺序,在责任承担上的

差异安排符合《巴黎协定》第 2 条第 2 款所阐述之

原则,并与罗尔斯所述正义的第二原则相符,使各

国分摊 的 责 任 与 其 履 责 能 力 相 匹 配。 然 而,
《CBAM 条例》序言(12)对确保进口与国内货物提

出相等的碳定价(equivalent carbon pricing)的要求

与第 3 条第 29 款对于碳价格的解释,可见欧盟期

望进口货物与国内货物的碳价相同。 换言之,即
二者的碳成本相同。 显而易见的是,这个设计并

未考虑到国际社会在气候问题上有区别的责任,
也忽略了价格的客观规律。 欧盟多次强调其于

UNFCCC 和《巴黎协定》下的义务,但 CBAM 的设

计中并未显示出各国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结构,
这个机制下的责任划分有悖于公平原则之内

涵[23]。 CBAM 下的碳价与 EU-ETS 保持一致,从
成本—收益角度出口国须综合考虑本国碳价、欧
盟碳价以及出口欧盟货物比例等以衡量是否调整

其本国碳政策。 所以,UNFCCC 的相关规则亦不能

与 CBAM 直接对应作为其合法性的依据。
最后,CBAM 功能与结构的不合理安排导致其

权利义务导向上的不合理,如《维也纳条约法公

约》第 34 条规定“条约非经出口国同意,不为该国

创设义务或权利”。 CBAM 的规则设计层层递进

为出口国创设相应的义务,通过出口商的直接义

务间接对出口国施压,并直接在豁免适用条款中

对出口国提出连接 EU-ETS 的要求。 无论出口国

是否选择豁免,将货物出口至欧盟均会受 CBAM
的影响而负担某种义务。 欧盟通过 CBAM 使出口

国负担的义务原属于出口国对内行使管辖权的范

畴,这个管辖权应是完全独立且不受干涉的。 从

契约缔结的角度,出口国并不当然承担欧盟内部

共识为其创设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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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巴黎协定》第 6 条第 2 款所述国际转让的

减缓效果不同,CBAM 并不具备直接的国际社会碳

排放的总量控制效果。 国际转让的减缓效果建立

在各缔约国谨慎兑现国家自主贡献承诺的基础

上,囿于当前技术条件与国际社会的客观情况,短
时间内难以构建全球范围的 CTP,因此只能由各国

自行决定 NDCs。 在以欧盟为代表的政治经济高

度一体化区域,CTP 原则下 EU-ETS 的良好运转能

够使欧盟内碳排放额实现优化配置。 短期内,期
待国际社会达成共识设定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排放

总量上限是不现实的,所以国际转让的减缓效果

须依赖于各国根据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制定逐

步增加的 NDCs 并在自愿的基础上合作。 碳市场

的构建应遵循从国家到国际的顺序逐步进行,一
国国内碳市场的平稳有序发展是其接轨国际碳市

场的前提。 欧盟通过 CBAM 对出口国提出提高本

国碳价或连接 EU-ETS 的要求,CBAM 对欧盟外的

国家无差别地适用 EU-ETS 碳价不仅未履行《巴黎

协定》下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还为发展中国家

的减排行动增加不必要的负担。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

中的分工、主次关系均不同,CBAM 对于发展中国

家的出口贸易存在直接影响,于那些将货物出口

至欧盟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出口成本增加将削弱

其货物的竞争优势。 以中国为例,根据 2024 年国

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3 年中国全年对欧盟贸

易出口为 35 226 亿元,全年钢材出口总量为 9 026
万吨[24]。 CBAM 作为国际社会 BCA 的率先尝试,
以出口国与欧盟的碳价差额代替碳排放量差额作

为衡量碳泄漏与否的标准彻底改变 BCA 边境控碳

的本质,并削弱了 BCA 对于出口国减排的激励效

果。 欧盟期待“布鲁塞尔”效应下 CBAM 的具体效

果须以私营部门在出口国的影响与特定的商业利

益为考量,且应充分考虑不同国家的需求,否则将

同时削弱 CBAM 的减排激励功能与此前国际气候

谈判的合作精神[25]。 能源价格的波动亦会影响碳

价。 据世界银行《2023 年碳定价机制发展现状与

未来趋势报告》显示,少数国家为应对高能源价格

带来的压力采取下调或暂缓上调碳定价的措施,
如德国便以能源价格飙升为由推迟其国内 ETS 价

格上调计划[26]。
在此背景下,要求发展中国家适用碳定价措

施并在碳价上与欧盟保持一致是缺乏理性的。 全

球价值链是多维度、多层次、全环节覆盖的网络,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这个网络中的不同分工

影响着其利得份额。 但是,这种分工的格局并非

固定的,尽管全球价值链呈开放型集合的格局并

在不断演进中显现出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 近年

来,伴随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全球价值

链分工的格局或发生改变,发达国家所占据的优

势地位受到挑战。 CBAM 将直接影响发展中国家

货物在欧盟市场中的竞争力,同时对于发展中国

家碳市场的构建与发展也将形成影响。 英、美两

国也于 2023 年先后表示将适用边境碳调整的相关

措施。 2023 年 12 月英国政府宣布将在 2027 年前

实施 CBAM[27],而 2023 年美国《清洁竞争法案》规
定对部分排放强度超过特定基准的进口商品收

费。 若发展中国家未能及时对 CBAM 从国际法与

国内法的双重视角予以应对,未来在国际碳市场

中将很难获得与发达国家相对平等的话语权。 更

有甚者,发达国家将通过其在国际碳市场中的主

导地位将减排责任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二者的经

济与政治实力差异由此将进一步拉大。
四、发展中国家因应:以 BCA 的功能重构为

方向

根据欧盟 CBAM“内部定价,全球计算”的特

征,该机制的潜在影响分为两个方面:由于产品价

格增加,出口商基于竞争压力减少排放并敦促供

应商减少排放;价格压力被转移至下游的消费者,
导致国际竞争扭曲,从而对全球碳排放产生负面

影响[28]。 作为碳交易机制的补充,BCA 以边境为

界控制碳泄漏的功能不容小觑。 较为遗憾的是,
CBAM 的不合理设计使 BCA 应有的直接减排功能

无法得到正常发挥。 BCA 调整的对象是跨越边境

的“碳排放”,欧盟与出口国的“碳价差额”难以替

代“碳排放差额”直接产生控制碳泄漏、推动出口

国减排的效果。
(一)以 ICPF 为原则探索 BCA 的功能重构

经济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背景下,新兴市场

与发达市场的关联日趋紧密,发达经济体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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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与经济政策对新兴经济体的跨境溢出效应不

容忽视[29]。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

中的分工与定位决定了二者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

及其承担方式不同。 功能异化后的 BCA 不利于发

展中国家贸易与碳市场的健康发展,发展中国家应

当立足国情完善本国减排体系,探索 BCA 功能重构

的理性路径,并从国内、国际的双重视角对本国碳定

价政策的积极与消极影响进行系统分析,着力提升

本国碳定价政策的减排效率与国际协同性。
欧盟的 CBAM 并非 BCA 的正常样态,但欧盟

对于跨境贸易货物碳泄漏问题的担忧不无道理。
从成本—收益角度,对于率先尝试碳定价的国家,
若出口国未对同类货物生产中的碳排放有效定

价,本国同类货物的生产成本极有可能远高出口

国,其货物在国际与国内市场中均将陷入不利处

境。 根据美国海龟海虾案对于 GATT 第 20 条的解

释,在这种情况下原产国未积极作为,并且或构成

UNFCCC 下相关义务的“不作为”,从结果类推这

种“不作为”亦属于“未考虑其他成员领土上可能

发生的不同情况”。 所以,BCA 应当关注到同类货

物的有效碳价问题,但标准不应当是某一或某些

国家的碳价,而是应当综合考虑国际社会共同但

有区别责任下的碳价“底线”。 统一的全球碳定价

是解决碳泄漏最为直接的途径[30],但各国减排需

求与减排能力决定其碳定价政策的选择,且碳价

格受各国碳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因此无法“一刀

切”设定国际统一碳价。
ICPF 原则能够消解 BCA 在实践中展现出来

的单边主义色彩,使其能够以 WTO 下的相关原

则、规则作为其合法性的依据,同时 BCA 对于原产

国的减排激励效果不足———贸易货物生产的碳排

放在原产国碳排放总量中的占比有限,设定国际

碳价底限能够弥补 BCA 功能范围上的局限性并兼

顾国际碳市场发展的现实需求与发展中国家的现

实状况。 此外,CBAM 减排效率上的不足很大程度

上是由于欧盟用碳价差额替换碳排放差额,而 dp

与 de明显不具有直接的可替代效果。 ICPF 能够有

效避免原产国在减排义务上的消极不作为所引发

的成本问题,使 BCA 得以专注于碳泄漏的预防与

对原产国减排激励。

不仅如此,以 ICPF 为原则重构 BCA 也解决了

边境调节中的碳价标准问题,并有利于降低 CBAM
显示出的贸易端的风险。 BCA 下出口商须为同类

货物的碳排放差额支付费用,由此激励原产国积

极减排。 设置务实的 ICPF 可预防部分国家借由

BCA 掌握国际碳市场的价格主导权,降低 BCA“以
环保之名行单边之实”的风险,同时也避免部分国

家为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价格优势而罔顾气候问题

的情况发生。 BCA 功能重构的关键是将焦点放在

同一货物排放差额对比而非碳价对比上,这是

BCA 自身的性质及其定位所决定的。 若以国际碳

价底线与出口国碳价差额作为衡量碳泄漏的标准

将兼顾共同但有区别责任下国际社会不同的减排

需求,通过碳边境控制与减排激励的双重效果实

现 BCA 的碳泄漏预防功能。
(二)充分利用“环境例外”条款与共同但有区

别责任

近年来,国际社会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不利影

响作出了诸多积极尝试,期望以具备成本效益的

方式将全球变暖限制在 1. 5℃———在这个目标下

全球甲烷排放量须在 2030 年前减少 40% ~ 45% ,
但过去 5 年中大气甲烷浓度上升速度达到历史新

高[31]。 数据表明,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仍

任重道远。 如前述,GATT 第 20 条与 UNFCCC 框

架下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并不能成为论证 CBAM
合法性的依据。 恰恰相反,CBAM 功能与结构上的

既存问题反映出这个机制已脱离 BCA 应有的运行

轨道,在价值导向上与“环境例外”条款、共同但有

区别责任不一致。
CBAM 关于出口商已支付有效碳价的认定、

CBAM 证书费用的计算明显已经超出维护公共利

益的必要程度,有违 GATT 第 20 条的“环境例外”。
这个条款不仅不能作为其合法性依据,还可能作

为欧盟违背非歧视待遇原则的依据。 出口国在制

定国内相关规则时须依据 WTO 的规定谨慎使用

措辞,明确相应“补偿” “津贴” “补贴”的属性与

“环境标签”。 发展中国家在规避与 WTO 规则冲

突风险的前提下,应着力完善本国“绿色补贴”的

制度设计与实施、监督机制[32]。 面对 CBAM 的不

合理设计,应充分利用 WTO 的相关规则对 CBAM
32

战略与决策　 欧盟碳边境调整机制的运行机理解构与发展中国家因应



的碳价计算方式提出质疑。 出口商在向欧盟申报

时,应主动阐明相关补贴、补偿、津贴的类型,并根

据环境例外条款向欧盟主张在有效碳价计算中相

关部分不得被扣除。 CBAM 的功能异化将导致来

自出口国的出口商面临额外的成本负担,或严重

影响出口国的出口规模、出口意愿以及同类货物

的国际竞争力[33]。
欧盟在 CBAM 的规则设计中并未根据出口国

类型予以区分,UNFCCC 下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

化上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是出于实质性平等的安

排。 从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与能力上看,如此

差异性安排也是务实的。 借助比例原则观察 CBAM
下的责任安排,这个机制明显已经超出维护公共利

益的必要程度。 发展中国家应根据 UNFCCC 的相

关规定主张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义务,
要求欧盟在 CBAM 制度设计中反映发达国家与发

展中国家的有区别责任。 尽管欧盟 CBAM 的域外

治理效应是有层次且相对隐蔽的,但并不等同于

如此安排是合法、合理的。 发展中国家应充分利

用缔结或参与的国际条约中的相关规定,变被动

为主动努力提升自身在全球气候治理制度构建中

的话语权。
(三)完善国内减排体系与相关法制体系

虽然根据共同但有区别原则发展中国家在应

对气候变化问题中并不处于优先位次,但在充分

考虑实现持续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的正当、优先

需要时须注意发展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

共同责任。 全球范围内气候目标与减排能力的差

异将导致碳泄漏的风险,故通过 BCA 予以预防确

有必要,但功能异化后的 BCA 效果有限。 功能完

整、定位清晰的 BCA 能够与碳交易协作,形成对出

口国的减排激励效果———出口国若不及时对货物

生产中的碳排放进行有效控制,将导致其本国货

物出口成本增加进而影响其出口贸易。 2024 年 5
月,国务院印发《2024—2025 年节能降碳行动方

案》将钢铁行业、石化化工行业、有色金属行业、建
材行业的节能降碳行动列为重点任务。 这个方案

表明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尽最大努力推进双碳

目的实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欧盟

CBAM 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值得其他有预防碳泄漏需

求的国家在制定本国 BCA 时引以为戒,发展中国家

应尽快完善国内减排体系与相关法律制度体系。
目前,国际实践中的 BCA 以一种单边碳定价

工具的形式出现,功能异化的 BCA 未来难以具备

碳交易的国际合作性优势,成本—收益考察下单

边工具的减排效率极大限制了其在全球减排进程

中的作用[1]。 是以,发展中国家应从自身实际出

发、从长远考虑选择合适的碳定价工具。 碳市场

之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仍属于一个新领域,碳市场

的特征及发展规律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2024 年 11
月,UNFCCC 缔约方会议第 29 次会议(COP 29)达
成了高完整性的国际碳市场标准。 未来国际碳市

场的启动将从经济与环境的双重视角为国际社会

带来全新机遇,CBAM 豁免条款揭示出欧盟期望在

国际碳市场中掌握主导权。 发展中国家应紧抓机

遇建立健全国内碳市场接轨国际碳市场,在 NDCs
3. 0 时代积极践行本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但有

区别责任。
从全球市场角度,自 2021 年启动以来中国碳

市场在降低碳排放、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的效果

显著[34]。 2024 年 1 月,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

易市场正式启动,自此强制与自愿两个市场共同

发力中国碳市场的交易范围得以拓宽、市场自发

性得到进一步释放。 相较于发达国家,作为发展

中国家的中国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的周期短、
任务重,因此碳政策选择更应兼顾稳定性与灵活

性。 能源与技术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新质生

产力之“新”在于新能源、新技术、新效能。 新质生

产力的形成与发展不仅将影响中国碳定价的选

择,同时也将助力中国应对各类绿色贸易壁垒、为
国际社会的减排行动提供参考。 在“双碳”目标

下,中国积极探索各类绿色技术的创新、着力推动

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显示出负责任的大国

担当。 伴随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不
仅对内应在 CTP 原则下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

能,对外还需警惕 CBAM 等单边措施的“陷阱”。
在制度设计中谨慎遵循国际法、国内法的相关规

则、原则,为国家减排行动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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